
中日安全机制的概念界定、
进程评估及功能性意义

张晓磊

　　摘　要：中日安全机制是指中日在双边或多边安全关系上或特定安全问题上达成
的一系列明示或默认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中日安全机制经历了酝酿期、停滞

期和初创期三个阶段。人们对中日安全机制的认知误区包括两种：一是结构性误区，意

指基于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特征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变化的基本判断，认为中日安全机制

的建设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二是互信欠缺误区，意指在中日两国形成足够充分的战略互

信之前，认为在中日安全机制的建设上下功夫是徒劳无功的。从纠正上述误区出发，中

日安全机制的功能性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该机制应当成为避免中日安全关系再度

恶化的安全阀；二是该机制应当成为中日实现积极安全互动，发展建设性安全关系，走向

可能的安全合作的前置性路径；三是机制具有独立性和建构性，应成为重塑中日安全关

系并推进形成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良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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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现出不稳定、不确定、非理性特征的安全关系是战后中日关系的

一大短板，也是阻碍中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两国安全

关系龃龉不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中日安全关系受制于中日实

力对比等结构性因素，凸显“安全困境”；另一方面，由于历史问题、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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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等复杂因素，试图减缓安全困境的中日安全机制建设进程屡屡受

阻。当前，随着２０１８年中日两国总理实现互访，２０１９年两国首脑有望在

双多边场合实现多次会谈，两国防务部门的对话和磋商也陆续恢复并逐

层展开，中日关系似乎在向着持续改善的方向演进。在此背景下，有必

要再来审视两国安全关系，鉴于中日实力对比的结构性因素没有发生实

质性变化，中日安全关系能否改变不稳定、不确定、非理性特征的重任就

集中在中日安全机制建设的持续性推进上。从中日安全机制建设的历

史进程来看，这一机制的持续性推进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任务的艰难性

首先体现在机制建设的中断、停滞和受阻上，这些挫折感冲击着人们对

中日安全机制的信心，甚至歪曲了对安全机制的认知和价值判断。因

此，本文意在探讨新形势下坚持推进中日安全机制建设的功能性意义，

从而消弭人们在建设中日安全机制历史进程中的受挫感，纠正对中日安

全机制的部分认知误区。

　　一、中日安全机制概念的界定

　　对于“中日安全机制”的概念，长期以来学界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其

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日安全关系的断续发展

一直没有进入到制度建设层面，从而无法产生对安全机制的足够战略需

求，也就不会在学术和实务层面对中日安全机制进行统一的界定。而中

日安全关系一直未进入制度建设层面不完全是由于客观因素的制约，很

大一部分限制是由于中日双方都倾向于先建立互信再进行制度建设的

单向逻辑思维。

为了便于研究，我们要对中日安全机制做一个相对明确的概念设

定，同时也利于对其外延作出相应的圈定。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上的机制

研究，制度自由主义学派集大成者的代表人物当属罗伯特·基欧汉和约

瑟夫·奈，他们对国际机制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特别是他们

的代表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更是得到了国际关系学界的高度认可，人

们认为，“从机制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确实是成果卓著的学术探究之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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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而一般研究纲领往往捕捉不到这些问题的存在。

国际机制概念促进了世界政治中规则和制度演变的研究，并在某种程度

上促进了关于这些规则和制度对国家行为影响的研究。”①国际机制理论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际关系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发展而来，８０年代成为

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争论的焦点。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国际制

度的供应理论，强调国际制度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讨论了

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的可能和条件。② 时至今日，尽管随着国际环境

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国际机制理论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理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依然很高，特别是在国际

关系的危机时期，正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说，在危机时期，

建立国际机制的机遇特别容易出现。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的经济危机导

致了石油危机之后国际能源署的建立；为应对第三世界无法按约偿还贷

款的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１９８２年之后得到了加强。如果决策者从

最基本的问题着眼，他们能够运用危机创造的机遇，设计出支持长期战

略的即时解决方案。提前的思考可将特定危机———包括那些限于特定

问题的危机———转变为建设性转折的开始。我们也许不能缔造一个影

响巨大的综合性机制，但可以在特定领域创立具有建设性效应的部分机

制。③ 过去的十年，中日安全关系中的危机和波折不断，早在２００７年前

后中日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对安全机制的探讨，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急

需国际机制理论提供理论指导，而中日安全关系的实践也为国际机制理

论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基础。

基于此，我们借用国际机制理论中的相关概念来对中日安全机制做

学术设定。按照制度自由主义学派对机制的界定，安全机制应属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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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所谓国际机制是指，“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汇聚到的一个既定

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原则是指对事实、

因果关系和诚实的信仰；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

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禁止；决策程序是指流行的决定和执行集

体选择政策的习惯。”①罗伯特·杰维斯②、查理·李普森③、贾尼丝·格鲁

斯·斯坦④和小约瑟夫·奈⑤在国际机制基础上开启了对安全机制的研

究。根据国际机制的定义以及前期对安全机制的研究，所谓安全机制应

指行为体（国家）在双边或多边安全关系上或特定安全问题上达成的一

系列明示或默认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

至此，关于中日安全机制的界定似乎还不是完整的，我们至少还要

对其外延作出一定的阐释。卜睿哲（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Ｂｕｓｈ）⑥曾经在这个问题

上有过具体的分析，即安全机制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明确性，也就是

说它在相对普遍意义上界定行为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对话、论坛甚至某

些区域共同体都不能算做安全机制。

总之，对中日安全机制的特征有几点需要明确。第一，有确定的目

标并有强烈的可预期性；第二，包含明确的有一定规制性的义务和责任；

第三，有明确的运作规则和决策程序；第四，双方不是必须提前建立充分

的互信，有时可能存在沟通困难甚至危机在即。这样，中日安全机制就

与中日安全对话、磋商、谈判、个案政策协调等有了明确的界限，这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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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磋商和政策协调可以构成推进中日安全机制逐步形成的过程，但它

们无法构成中日安全机制本身。另外，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及四点原则共

识或许隐含着标志安全机制的一些原则，但因其缺少具体的可操作的义

务、责任以及运作规则和决策程序，无法将其界定为安全机制，但从另一

角度看，如果未来中日确立了一套系统的安全机制，那么四个政治文件

及四点原则共识将自然构成这一套安全机制中的重要原则。

　　二、中日安全机制的进程评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日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双方对彼此的安全关切成

为了影响两国关系的新因素，这集中体现在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６年的台海危

机①及日美通过防卫合作指针②等事件中。中日试图通过安全对话缓解

紧张，但似乎捉襟见肘。２１世纪初，随着两国军力日益强大，在东海的能

源开采中也面临着相互冲突的风险，２００４年底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和同期

日本半官方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恳谈会”报告（荒木报告）都表达了对

彼此的忧虑。２００５年２月，美日宣示台海问题和平解决为其共同的战略

目标，２００５年４月中国爆发了反日游行示威。两国对彼此长期战略意图

的疑虑在增加，这实际上为此后两国试图推进安全机制建设提供了初始

动力。

（一）中日安全机制的酝酿期。以２００７年４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访问日本为起点，到２０１２年９月“日本政府购岛”事件为止，这段时期

可以称为中日安全机制的酝酿期。酝酿机制的主要路径是作为过程的

建立信任措施③。这与作为程序的建立信任措施是相对而言的，主要意

２６

东北亚学刊

①

②

③

１９９５年６月，李登辉访美，解放军在夏末、秋初进行一连串演习，１９９６年３月新一轮演习
并发射导弹，美紧急调动两个航母战斗群。

１９９６年４月，克林顿总统和桥本龙太郎首相就安全事务发表共同声明。１９９７年９月美日
两国政府通过防卫合作指针，日本国会两年后通过立法。指针有一项条款让中国关切，

它界定其合作范围不只限日本本土，也包含日本周边地区。桥本政府也不排除台湾是指
针所谓的“周边有事”适用地区。

建立信任措施，是为了预防和避免冲突再次发生而采取的安全手段。



味着在安全领域形成共同认识的过程。也就是说，两国的政策取向是试

图积累共识直至水到渠成的时候确立安全机制。尽管自２００７年起，中日

两国军事高官频繁互访，但到２０１２年“日本政府购岛”事件为止，安全机

制依然难产。然而，酝酿期也并非毫无成果，在滨田靖一访问中国期间，

双方签署一份十点备忘录换文。双方同意继续高级官员及军种首长、基

层军官以及军事院校人员的访问，继续海军船舰登陆访问，并讨论年度

防卫事务交流计划。双方承诺就中国国防部和日本防卫省之间的防卫

和安全事务举行咨商，并依此会议强化两国政策部门对国际维和、抗天

灾、打击海盗等议题的沟通。最后，双方同意举行或继续商讨军事参谋

之间的对话和地面部队之间的交流，并建立日本防卫省和中国国防部之

间的海上联络机制。① ２００８年４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双方就该联络机制达

成三点共识。第一，设置两国防务部门之间的热线；第二，统一两国舰艇

和飞机在现场联络的无线电频率和语言；第三，两国防务部门定期开展

交流。② 随后，关于该机制的磋商因２０１２年９月的“日本政府购岛”事件

陷入停滞状态。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１０年中日ＧＤＰ对比发生逆转，结构性

因素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主导性变量，双方相互认知变得敏感，疑虑继

续增加，使得冲突发生的概率大增，这种背景下尽管双方安全互动一度

相当频繁，但由于迟迟无法确定初步的安全机制，对话、磋商、互访等对

缓解双方疑虑的作用越来越小，这些因素直接造成了“购岛”事件后双方

安全互动的停滞。

（二）中日安全机制的停滞期。从２０１２年９月日本“购岛”事件至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这段时期可看作中日安全机制的

停滞期。这期间中日安全关系可以说处于危险临界状态，结构性因素、

相互认知偏离、历史认识问题等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得中日之间的安

全互动敏感而危险，安全事件频频发生。比如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国政

３６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①

②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Ｂｕｓｈ，Ｔｈｅ　Ｐｅｒｉｌｓ　ｏｆ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ｐ３５３．
刘晓博：《中日“海空联络机制”与两国海空军事安全》，《舰船知识》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府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日本战机对我军机抵近跟踪监视事件，此前的

日方所谓火控雷达照射事件，还有日本驱逐舰干扰我海军正常演习事件

等等。这一时期在安全关系层面最明显的特征是双方连作为过程的建

立信心措施都停滞了，这加剧了中日安全关系的恶化，因而两国关系陷

入战后最低谷。

（三）中日安全机制的初创期。从２０１５年１月中日海上联络机制磋

商重启至２０１８年５月中日确立海空联络机制，是中日安全机制的初创

期。所谓初创期，第一层意思是指中日海空联络机制仅仅是中日安全机

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这一机制的全部外延，中日海空联络机制只

是一个开始，还远未到系统化的程度。第二层意思是指中日海空联络机

制本身目前也是细节未完善、未在实务中操作过的初步实施框架，有待

双方进一步落实。第三层意思是指刚刚确立的中日安全机制犹如襁褓

中的婴儿，具有脆弱性，需要双方共同呵护，避免对其造成刺激和冲击，

要对其价值和功能有正确的认知。这些都提醒我们，中日安全机制得来

不易，坚持更难。因此，接下来我们需要对中日安全机制的功能性意义

进行再度审视，以形成更为理性、客观的认识。

　　三、中日安全机制的功能性意义

　　对中日安全机制的功能性意义再审视的直接动因，来自人们对该机

制存在认知误区，以及由此对推进机制建设持有的消极态度。在此，我

们先将这些误区的表现加以剖析。

第一种误区是结构性误区，指基于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特征短期内不

会有根本性变化的基本判断，认为中日安全机制的建设解决不了根本问

题。这种看法不仅存在于中日双方，美国国内也有这种看法，在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６日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ＣＳＩＳ）举办的日本讨论会上，来

自兰德公司的杰弗里·贺南（Ｊｅｆｆｒｅｙ　Ｗ．Ｈｏｒｎｕｎｇ）认为，“中日关系的缓

和很可能无法持续，这些会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对平静（意指近期中日

关系缓和的一系列表现）可能给人一种双边关系正在改善的印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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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解释有可能忽视中日两国正在进行战略竞争的事实，这一事实

牢牢地扎根于三个根本的分歧（对钓鱼岛的主权立场、威胁认知和对国

际秩序的看法）之中。由于这些分歧都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很难相信当

前的缓和会持续下去。”①这种看法的论据是没有问题的，但其结论存在

问题，中日安全机制的主要目标实际上并不是解决中日之间的根本分

歧，而是在两国之间出现根本分歧时避免冲突的兜底机制。

第二种误区是互信欠缺误区，认为在中日形成足够充分的战略互信

之前，在中日安全机制的建设上下功夫是徒劳无功的。卜睿哲曾在其专

著中总结过中日对建立信任措施的基本看法，“（中日安全机构认为）军

事上的建立信任措施应该出自更大的信赖，而不是作为制造信赖的工

具，唯有在另一方片面采取行动以降低互不信任时，它才会运用它们，不

是作为在相互不信赖的脉络中处理特定安全问题的具体措施。”②但实际

上如前说述，一种安全机制的确立或实施并不是以双方的充分互信为必

要条件的，安全机制的确立应该是双方试图增加战略互信的一种程序性

措施。互信欠缺不是中日安全机制建设的障碍，而是中日安全机制确立

后的一个重要修正目标，现在才是急需推进中日安全机制建设的时间

窗口。

总的来看，上述误区较多集中在对中日安全机制的设置前提、自身

定位和总体目标的非理性认知上，因此我们将从前提、定位和目标三个

方面对中日安全机制的功能性意义做系统梳理。

（一）机制的兜底性：避免中日安全关系再度恶化的安全阀

中日安全机制不否认中日双方的结构性障碍和严重战略互疑的客

观性，且在此前提下设置危机预警和处理措施。“正如可以建立在共同

利益之上一样，机制也可能是哈斯所称的共同排斥（ｃｏｍｍｏｎ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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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在这种机制中，行为体不能就共同期望的结果达成一致，但对共

同避免的结果却有着一致的意见。这样的机制只需要政策协调，而不需

要协作。”①也就是说，在安全关系糟糕的局势下避免危机或冲突的发生

是中日安全机制的基本和首要目标。中日安全机制不同于此前政治性

较强的安全对话、磋商及个案谈判，它具有一定的确定性、程序性、相互

约束性和预期一致性，这决定了即便在双方危机和冲突爆发临界状态

下，安全机制仍然是生效的，沟通管道仍然是客观存在的，避免危机的程

序性措施仍然是可以实施的。譬如２０１２年“购岛事件”以及之后中日之

间多次安全事件都因为缺少既有的安全机制，同时也因双方政治关系冰

封，而加剧了双方安全困境的严峻程度。

从理论上看，制度自由主义层面上的安全机制概念并不排斥现实主

义的基本假设（即世界政治的行为体式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

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它是探讨在现实主义假设前提下的消极合作

问题。因此，中日安全机制将问题的解决范围限定在了程序性层面，从

而提高了双方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妥协的概率。

（二）机制的定位：中日实现积极安全互动并走向安全合作的前置性

路径

如何认识中日安全机制在中日安全关系中的定位，同样是推动中日

安全机制建设和实施的一个重要环节。中日安全机制应当成为两国实

现积极安全互动，发展建设性安全关系，走向可能的安全合作的前置性

路径。建立信任措施在欧洲和亚洲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不同的结

果是一个支撑上述结论的强有力论据。在欧洲，“作为程序的建立信任

措施”加强了区域军事安全，促使当事国之间形成合作关系，从而进入

“作为过程的建立信任措施”阶段。但是，亚太地区虽然也寻求从“作为

过程的建立信任措施”着手建立国家间合作关系，但却迟迟未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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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军事安全问题一直处于搁置状态①，程序性安全机制的缺失正

是处于搁置状态的军事安全问题的典型表现。

中日安全机制作为一种前置性路径，在理论和逻辑上也是站得住脚

的。中日安全关系之冰冻非一日之寒，要解冻必然要循序渐进，而中日

安全机制有利于在一些问题上形成初步共识，从而培育初步的信任，这

些都是中日实现积极安全互动和发展建设性安全关系的必要基础。中

日安全机制的这种功能是由其制度特性决定的，制度能够弥补国家间信

任的缺失。通过在成员国之间形成信息流的方式，制度必将使关于其他

国家正在做什么与为什么做方面存在的黑影缩小很多。因此，制度有助

于降低成员国的相互恐惧。制度能够保证连续性并能给人以稳定的感

觉。制度有助于“为预期中的稳定和平持续营造出一种气候”。② 罗伯

特·杰维斯提出了创造和维持一个安全体制的必要条件：各方必须希望

有个安全体制，以及因之而来的更有规律、减少竞争的环境；各方必须相

信对方和它一样盼望安全与合作（亦即对方不会背信）；没有任何一方认

为扩张最能确保其和平；各方必须明白冲突和一意孤行的代价很高。③

可见，从安全体制确立的那天起，双方就已经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潜在

的、默认的初步共识，而这正是未来积极安全互动和安全合作的基础。

当然，从主观上来看，要形成对中日安全机制定位的理性认识是存

在难度的，目前，日本学界仍然有相当多的学者持比较消极的态度。但

从日本在安全层面面临的客观环境来看，日方对中日安全机制的确立和

推进是有着内在需求的，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在

强化自身防卫能力方面捉襟见肘，二是日美同盟在同盟理念和价值观上

出现了明显的松动。日本自身方面，无论从防卫预算还是落实能力上，

７６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日〕防卫大学安全保障学研究会编著，武田康裕、神谷万丈主编：《日本安全保障学概
论》，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７８页。
〔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第四版），吴勇、宋
德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９４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Ｂｕｓｈ，Ｔｈｅ　Ｐｅｒｉｌｓ　ｏｆ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ｐ３５１．



都已开始显现出力不从心的迹象，比如去年１２月日本的新防卫计划大纲

出台，直升机航母和Ｆ３５Ｂ是日方炒作的一大“亮点”，然而Ｆ３５Ｂ因缺少

训练场地和专门飞行员而暂时无法应用于其直升机航母，直升机航母要

真正形成航母战力还需大幅度改造甲板、弹药库等核心配置。日美同盟

层面，当前的日美同盟实际上也面临着战略理念差异明显的尴尬现状。

从特朗普选前及上台后的执政特征来看，其对美国的同盟战略存在轻视

倾向，对美国通过同盟体系维护地区秩序和安全的战略更是视若无睹。

特朗普单边主义、“美国第一”的安全政策对美传统建制派、美智库主流

以及日本政界和学界主流造成了双重的负面冲击，美日主流智库普遍担

心特朗普的政策蔓延下去将会成为美日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崩塌

的“特洛伊木马”，因此，２０１７年以来，美国主流智库纷纷推出各类日美同

盟智库报告，如２０１７年４月富士山对话发布的日本版阿米蒂奇报告①、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ＣＳＩＳ的第四份阿米蒂奇报告②等，意在呼吁美政府重视日

美同盟的价值基础和战略理念，强调日美同盟对维持亚太乃至全球国际

秩序的战略意义，从另外一个层面反映了日美同盟的战略弱化倾向和双

方的战略焦虑。

（三）机制的独立性和建构性：重塑中日安全关系并推进形成亚太多

边安全机制

中日安全机制还具有独立性和建构性的制度属性，这两种特性一方

面为上述机制的兜底性和推动中日安全关系积极互动的前置路径提供

了功能性基础，同时还促使中日安全机制从创立之初起具有安全议题上

的扩容和延展特性，以及相对自行成长的生命力，使其有望成为未来重

塑中日安全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甚至可望推进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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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际机制理论的先驱斯蒂芬·克拉斯纳认为，“机制有自己的生命

力，这种能力独立于最初导致它们产生的基本要素。即机制发挥的是干

预变量的作用，所以国家相对权力的变化并不总能对机制产生影响。并

且机制可能增强或减弱其成员的实力。”①这是对机制独立性和建构性的

经典阐释，中日安全机制从确立开始就反过来成为影响中日安全关系的

一个重要干预变量，它将以其机制化的运作过程为中日双方的决策者提

供相互安全认知的一个重要侧面，这些认知将成为未来中日相互安全决

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不仅如此，处于运作过程中的中日安全机制本身

也将成为中日安全关系的一项重要成果，中日安全关系的重塑也因此具

有了可能性。

还需要强调一个乐观看待中日安全机制未来的重要理由，那就是维

持机制的成本通常要低于建立机制的成本，机制建设的高成本有助于既

有机制的延续。这就意味着中日安全机制尽管刚刚建立，但其实已经渡

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对于中日两国而言，即便从本国利益考虑，遵守这一

机制比破坏它要付出更小的代价，“因为即使一个不完善的机制也会比

任何政治上看来是可行的替代机制要优越。”②因此，我们应该对中日安

全机制的持续运作和继续完善充满理性的期待和建设性的乐观。

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中日海空联络机制实施后的良好

外溢效应，中日安全关系开始出现一些趋于积极的动态。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２６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正式访华的安倍首相时，提出中日“要开展更加

积极的安全互动，构建建设性的双边安全关系”。同年１１月３０日，习主

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安倍首相再次确认了就构建中日建设性双边

安全关系达成的原则共识，这标志着中日两国官方开启了以构建建设性

安全关系为目标的国际关系实践进程。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日，据日本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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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报道，日本外相在同年４－５月与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系列会谈

中，提出了创建“日中２＋２机制”的议案①，可见中日开始在官方层面探

讨双边安全机制的创设问题，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反映了当前日方在安

全层面上逐步变化的战略心态。日方心态的最明显变化在于其战略自

主意愿和能力的同时增长，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在经济、安全等各个层

面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持续性地改造，恰在此时因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

策而产生了战略运作的自主空间，日本近一年来在区域合作上斩获颇

多，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可谓其在经济层面的一种典

型的战略自主倾向。日本有观点认为应该抓住“目前出现的利于自主的

大好时机，在‘后平成时代’改革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脱离美日同盟，做

到防卫自主，才是最有利于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②。实际上，日本的

这种战略自主倾向不只体现在区域合作战略上，中日关系的改善恰恰是

日本战略自主倾向的一个重要表现。在日本国内，比较主流的观点认

为，美国的冲击效应是外在的、次要的原因，日本敢于作出符合自身国家

利益的决策才是内因，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此次中日关系的改善是有内生

动力的，这也是中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的希望所在，当然，战略自主从

经济层面到安全层面的扩展是相当困难的，关键是迈出第一步。

此外，我们还有理由展望中日安全机制对中美日三边互动乃至亚太

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的良好外溢效应。我们应该珍惜中日安全机制

的这种超越初始目标的建构功能和价值，期待其能够对当前中美日三边

在安全上的互动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促使中美日之间产生创新型的安

全新机制。如此，便可成为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的巨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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